基于泰尔指数的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差异分析
汪 晗，代晓玲，聂 鑫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将建设为世界级城市群，由于我国存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水平和碳排放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利用泰尔指数来测度2005—2014年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的差异，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一国两制”制度对碳生产率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5以来粤地区的碳生产率远远低于港澳地区的碳生产率；2）2005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区间碳生产率差异较小，区内碳生产率差异较大，且大湾区碳生产率总差异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仍然较大；3）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的总差异主要来自区域内差异，而区域内差异主要是由港澳地区差异所引起，且港澳地区的碳生产率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在逐年增大；4)“一国两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碳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低碳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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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Carbon Productivit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in China Based on the Method of the Theil Index  
WANG Han, DAI Xiao-ling, NIE Xi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of China will be built into a world-class city group. Because of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economic level and carbon emiss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have great differences. Taking the 2005—2014 panel data of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we use the Theil index, to measure the Bay Area-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nd build a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model and a fixed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ffecting the carbon productivity.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since 2005, the carbon productivity in Guangdong region is far below the carbon productivity in Hong Kong and Macao region; 2) the interval carbon productivity difference is small, the regional carbon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is big, the total difference of carbon productivit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has declined since 2005, but it is still larger; 3)The total difference of carbon productivit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mainly comes from the interval difference, and the interval difference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Hong Kong and Macao's carbon productivity difference to the total differenc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4)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arbon productivity. On this basis, we put forward proposals to promote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Key words: carbon productivity;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heil index; difference
近年来，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它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商讨的《京都议定书》将人类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015年底，各国达成的《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安排。2018年4月30日—5月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在德国波恩就制定实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相关准则展开新一轮谈判。种种举措使低碳发展成为全世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趋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坚守《巴黎协定》承诺，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等自主行动目标。这不仅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也为中国在低碳领域进行技术与政策的持续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彰显了大国应有的担当。而粤港澳大湾区更是借助“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经济、政治、生态、文明等方面不断发展，已走在中国最前端[1]以及世界前列。世界银行数据表明，大湾区占据全球大约60%的经济总额。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宏大，已能与发达国家三大世界级湾区相提并论；其次，港口吞吐量世界第一。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全球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2016年总吞吐量以6 232万标箱排名世界第一，全年对外贸易总额超过1.8万亿美元。最后，科技创新具备一定优势。广东珠三角9市研发经费已占GDP的2.7%，紧追德国 (2.83%)、美国 (2.8%)[2]。按此趋势，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将有可能引领国际低碳发展潮流。而度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将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就是碳生产率，它指某地区在某一时期GDP与同期排放的CO2之比[3]，反映单位CO2排放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特有的“一国两制”的背景下，“一国两制”是否会使粤港澳大湾区的碳生产率也表现出差异？弄清上述问题，有利于准确评估制度约束因素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完成2020年碳减排目标和2030年碳总量达峰目标，提高碳生产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选取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通过泰尔指数法计算出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的差异大小，借鉴市场化程度反映经济增长制度环境变化的研究理论，本文用市场化程度表征制度因素，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一国两制”对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目前，城市群的低碳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群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城市群的碳排放、城市群低碳发展的影响因素等方面。林坚等基于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土地面临两难的问题，运用DEA法测算了我国16个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效率，研究得到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相对偏低[4]。朱烨则对珠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低碳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研究，指出广州和深圳土地集约利用和低碳发展水平优于其他城市，且处于协调阶段[5]。苏万春分析了珠三角城市群的碳排放强度，并指出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是降低珠三角碳排放强度的主要途径[6]。黄华等从碳平衡角度研究了广东省城市低碳发展的特征并分析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应从生态系统角度对城市碳排放加以控制[7]。胡建辉等就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化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8]。张协奎基于资源整合与协调发展理论，探究了推动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低碳协调发展路径，指出通过北部湾城市群之间的资源整合，如产业整合、基础设施整合可以促进城市群之间的区域行政协调[9]。

国外学者则主要集中在寻求城市群低碳发展的方案方面。BernhardGill等基于德国官方的收入和支出调查数据，将家庭总支出分解为44种消费品类别（COICOP）和各自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得出高密度的城市可以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但是高收入者和高消费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10]。Waisman, Henri-David等从城市交通运输业的角度出发，从城镇化、基础设施和空间流动性模拟降低碳排放的方案，并提出一个采通过运输政策和碳定价相结合的政策方案[11]。Yuliya Voytenko等针对欧洲城市低碳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一种集体城市治理措施——城市生活实验室（Urban living labs，简写为ULLs），分析5个ULLs项目和22个ULLs案例来确定关键且系统化的ULLs的五个特征即（地域根植性，实验和学习，参与和用户参与、领导权和所有权，评估和细化），从而得到了一种解决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的新方案[12]。Vlasov等以莫斯科城市群为例，在解决城市群多式联运枢纽（intermodal transport hubs (ITH) ）导致的高碳排放问题上，选取碳强度和能源强度两个指标，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建立了一个最优低碳城市群模型[13]。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碳生产率成为低碳发展领域的新方向。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与麦肯锡公司全球变化特别计划的研究表明，碳生产率（carbon productivity）能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全球要达到IPCC规定的碳减排目标，在未来近40年的时间里，碳生产率必须提高10倍[14]。相对于反映碳排放量的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以及反映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的碳强度指标而言，碳生产率反映了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双重因素，更加突出经济发展因素，碳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以更低的碳排放带来更大的产出。Beinhockeretal等指出减少碳排放、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碳生产率[14]。在碳生产率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碳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和碳生产率的差异两方面。在碳生产率影响因素方面，Long等人利用Moran's I指数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时空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15]；林善浪等采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技术创新、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碳生产率变化有显著的影响[16]；张永军用拉氏分解法分析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和能源消费结构等是影响碳生产率的主要因素[17]；Meng M和Niu D在对微分方程进行积分并设计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方程后，导出了碳生产力的三维绝对分解模型，将碳生产率的绝对变化分解为每个工业部门每年对每个影响因素（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绝对量化影响的总和[18]；在碳生产率差异方面，彭文强、赵凯对中国29个省1995—2010年期间的碳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分析得出全国碳生产率水平逐年增加，东、中、西三大区域碳生产率水平呈由东到西递减格局[19]；余金龙等分析了金砖国家和七国集团间的碳生产率差异[3]。
总的来看，在城市群低碳发展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群温室气体测度、碳排放影响因素和城市群低碳发展面临的挑战及解决方案方面，而对城市群碳生产率的研究较少。因此，世界级城市群碳生产率差异的研究将成为一个新趋势。鉴于此，本文从碳生产率角度出发，基于泰尔指数法和双重差分模型，对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碳生产率差异进行分析。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泰尔指数法
由于我国施行“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故将粤港澳大湾区分为粤地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在大湾区碳生产率的差异上也分为两种情况予以分析：一是粤地区和港澳地区内部的差异；二是粤地区和港澳地区之间的差异。之后，再对粤港澳地区内部和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进行分解。为了准确反映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的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本研究采取泰尔指数（Theil index）法又称泰尔熵标准，它是从信息量和熵的概念出发考察差异性和不平等性，是分析差异和不平等研究的经典方法。在差异研究方面，它将总差异分解为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从而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3]。

反映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差异的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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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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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粤地区、港澳地区碳生产率差异的泰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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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大湾区区间和区内碳生产率的泰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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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差异的总泰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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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GDP占11个地区总的GDP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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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粤地区、港澳地区GDP占11个地区总的GDP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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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CO2排放量占11个地区总的CO2排放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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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粤地区、港澳地区CO2排放量占11个地区总的CO2排放量的比例。

2.2 双重差分模型

新制度经济理论也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研究中，并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将制度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详细全面的解读，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派最完善和具代表性的理论。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已经普遍受到关注，新制度经济理论更是将制度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推向一个趋于完善的理论层面[20-23]。而碳生产率是单位CO2排放带来的收益，它既体现经济指标也体现碳排放指标，且更加突出经济发展因素，故对制度和碳生产率进行实证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所以，本文设想“一国两制”影响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碳生产率。为检验该假设，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
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近年来多用于计量经济学中对于公共政策效应评估。如果一项政策并没有全面铺开，而是有选择地实施，则通过比较受政策影响的群体和不受影响的群体的差异便可以判断政策效应如何。但前提是该政策要符合外生性要求，即政策是随机选择对象实施的，并且在样本的选择上也要尽量避免一些政策所引起的内生性反应。由于政策冲击的外生性以及政策使用对象的限定性，受到政策影响的样本（实验组，Treatment Group）和未受到政策影响的样本（控制组，Control Group）会因政策作用发生变化，DID模型可以通过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实验前后差异的变化来控制二者的系统性差异，进而到达检验某项政策的实施效果[24-25]。

在本文中，粤港澳大湾区11个地级市样本中，有2个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9个城市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属于准自然实验。即香港和澳门属于实验组（treated=1），粤地区9市属于对照组（untreated=0）。同时，市场化进程也是一个逐年提升的过程，这样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或行政区在市场化进程时在时间上也存在差异。故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各市在市场化进程上的不同步伐，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分割线，2008年之前的市场化进程较慢（year=0），2008年之后的市场化进程较快（year=1）。检验市场化指数对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差异的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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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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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城市或行政区和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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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解释变量，表示碳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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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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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变量，考虑到市场化指数表征制度因素，而市场化指数较全面，故选取不包含在市场化指数内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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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控制变量。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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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处理组在政策实施后的效应，其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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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双重差分模型重点考察的处理效应。
2.3 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数据包括GDP、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等数据。其中，香港和澳门的GDP和CO2排放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公布的2005—2014年相应数据，粤9市的GDP和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各市2005—2014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2015）》。由于我国统计年鉴未对CO2排放数据进行统计，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根据BP中国碳排放计算器提供的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取值2.493）对广州市和深圳市的CO2排放量进行估算[8]。本文所选样本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由于香港和澳门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本文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了相应换算。
3 结果与分析
3.1 实证结果

3.1.1粤港澳碳生产率测算

将数据带入公式，计算得出粤港澳“9+2”城市群2005—2014年的碳生产率变化趋势，见图1、图2。从图1中可知，香港和澳门的碳生产率存在一定差异。10年间澳门的碳生产率均高于5万元/吨，2005—2009年间先升后降，并从2009年开始高速反弹，2010年其碳生产率就达到13.64万元/吨，而在2013年已突破27万元/吨。而香港的碳生产率在2005—2014年间均低于4万元/吨，远低于澳门。从图2中可看出，粤地区9市的碳生产率差异不明显，2005—2014年间9市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9市的碳生产率均低于2万元/吨。其中，江门的碳生产率在2005—2014年间从0.2涨到0.4万元/吨，远低于其他8市，而佛山的碳生产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在2005—2013年间均领先于其他8市，但是在2014年被深圳反超。粤地区9市中，在2014年碳生产率超过1万元/吨的城市只有三个，即广州（1.22）、深圳（1.73）和佛山（1.72）。综合图1、图2可知，粤港澳碳生产率大小为：澳门>香港>粤地区。

通过上文简单分析看出港澳地区的碳生产率水平高于粤地区。为了具体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碳生产率总差异、粤地区和港澳地区的碳生产率差异大小并对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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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港澳碳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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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粤地区9城市碳生产率
3.1.2 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的总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的大小表明研究时期内各地区碳生产率差异的大小。根据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可求得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的总泰尔指数T，如图3所示。从图3可看出，总泰尔指数T在2005、2006年上升，于2006年达到最大值2.53，之后便呈下降趋势，一直下降到2014年的1.73。可以得到结论：2005—2014年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碳生产率总差异虽然呈下降趋势，但其数值仍然较大。

3.1.3 “一国两制”对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差异的影响

经过泰尔指数法的计算，得知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为了验证该差异是否由“一国两制”因素导致，本文进行了检验。将碳生产率作为因变量，制度作为自变量，地区人口数量tp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见表1模型（1）。

模型（1）中，模型整体的p=0.000 0，表明模型整体解释度较高；交互项系数为4.966 9，在1%水平上与碳生产率显著正相关，表明市场化进程较快的港澳地区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高于市场化程度较慢的粤地区。故上述结果表明，制度是导致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因素。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需选取一个完全不受“一国两制”制度影响的因素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如果DID估计量的回归结果依然显著，则表明原来的估计结果很有可能出现了误差。综合考虑，土地面积几乎不受“一国两制”的影响，故我们选取地区土地面积land作为被解释变量，仍然以tp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的模型（2），可见DID估计的交互项并不显著，这表明（1）中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表1 一国两制对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差异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pco2
	land

	解释变量
	（1）
	（2）

	System*year
	4.966 9***
（4.54）
	-7.100 56

（-0.70）

	tp
	-0.000 034 5

（-0.01）
	-0.042 698 6

（-1.03）

	_cons
	 1.541 9

 （1.33）
	2 033.268***

（190.76）

	R2 within
	0.225 8
	0.043 0

	模型显著水平P
	0.000 0
	0.236 9


注：1）*、**、***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性；2）系数下方小括号内为t值。

3.2 分析

根据上文的建议结果，可知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差异与我国“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分不开。为实现全国统一，大陆地区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香港和澳门走资本主义道路。碳生产率反映了单位碳排放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以粤地区和港澳地区之间较大的碳生产率差异与其体制密切相关。故，本文从“一国两制”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三方面分析大湾区碳生产率差异的原因。
3.2.1 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总差异分析
首先，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香港和澳门走的是追求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具有较开放、灵活的经济政策，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能保障企业利益，国家均予以大力支持。因此，香港和澳门的经济水平都较高，早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对煤炭、钢铁等高耗能工业产品需求较低，即使有需要也是从其他地方进口而不是本地生产，故其碳生产率较高。而粤地区9市虽然是沿海发达城市，总体上其经济发展水平还赶不上香港和澳门，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修建的房屋、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这些都对煤炭、水泥等高耗能工业产品需求较高，加上这些城市多为自产自销类型，所以高耗能导致高碳排放，从而使其碳生产率水平较低。

其次，就产业结构而言，第二产业主要为高能耗的重化工业，抑制了碳生产率增长，第三产业作为低碳产业，对碳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香港和澳门均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自2005年以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达85%以上，而工业产值占GDP比例低于13%。其中，香港主打金融服务业、澳门主打博彩娱乐服务业，除此，旅游、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作为副产业，这些均属于低耗能、高产出行业。而粤地区9市因处于工业化进程，故其工业产值远高于第三产业。从表1可知，粤地区9市中，在2014年仅广州（65.23%）和深圳（57.39%）的第三产业占GDP比例达60%左右，其余城市均相对较低。粤地区9市虽然属于沿海较发达城市，但是第三产业占比不突出，第二产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第二产业主要包括那些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故其碳排放也较港澳居多。广州虽然作为“贸易之都”，但是其贸易服务业占比不是很高，其第二产业占有相当大比例，其中，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和汽车制造是其支柱产业，石油化工和汽车制造属于高耗能产业，且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而深圳以高新技术、物流、金融和文化作为支柱产业，虽然金融、文化等服务业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由于深圳正处于从粗放式的资源消耗向集约式的高效益转变，所以其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处于由高到低的过渡阶段。此外，我国规模最大的“服务贸易港”坐落于深圳，该服务贸易产业也带动了第三产业产值，使得深圳第三产业占比逐年上升。所以总地来说，深圳目前碳生产率较低，但呈现上升趋势。粤地区高能耗的重化工业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该产业结构抑制了碳生产率增长，而港澳地区合理的产业结构促进了碳生产率的增长，故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提高粤地区9市的碳生产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淘汰落后产能，积极培育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兴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6]。
最后，在能源结构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虽然一次性能源消费均以固体燃料为主，但是粤地区9市煤炭消费比重远高于港澳地区。以2012年为例，世界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的平均水平为29.90%[26]，粤地区9市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达45.96%,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粤地区9市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占比达23.52%，天然气和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占比分别为14.49%、10.39%。同年，在港澳地区，澳门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为11.70%，但其固体燃料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量的比例为0，可见，澳门以使用清洁能源为主。而香港的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仅为0.001%，进口能源占能源使用量的比例为99.32%，可知，香港通过进口能源得以降低本地碳排放。故粤地区要想进一步挖掘减排潜力，应改进能源消费结构。
3.2.2 粤和港澳两地区碳生产率的泰尔指数分析

根据公式（1）-（2），计算得到粤地区、港澳碳生产率差异的泰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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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图3。在2005—2014年间，
[image: image33.wmf]g

T

远高于
[image: image34.wmf]y

T

。
[image: image35.wmf]g

T

从2005年的4.14逐年上升至2012年的5.25，然后下降到2014年的4.29。而在这10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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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数值及其变化非常小，均在0.3以下。表明港澳地区碳生产率差异较大，粤地区碳生产率差异较小。再看区间泰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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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内泰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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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均呈先增后减的趋势，且区内差异
[image: image39.wmf]2

T

远高于区间差异
[image: image40.wmf]1

T

，
[image: image41.wmf]2

T

是
[image: image42.wmf]1

T

的3~7倍。表明大湾区区间碳生产率差异较小，区内碳生产率差异较大。综上，可以得到结论：2005—2014年粤港澳大湾区粤地区和港澳地区碳生产率存在较大的差异：粤地区9市之间和港澳两地区的区间碳生产率差异较小，粤地区和港澳地区的区内碳生产率差异较大。

究其原因主要是港澳在产业结构、能源利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粤地区9市则存在较小差异。

首先，港澳较大的碳生产率差异可从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方面进行分析。

在产业结构方面，在香港服务业中以金融业居首，香港的金融业排名全球前三，“国际金融中心”为香港GDP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香港也不断发展旅游、计算机、通信等其他服务业。虽然香港第三产业占比较高，但是在土地面积维持在1 105平方公里情况下，人口数量却在逐年大幅增加，助推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自2005年以来，香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一直增加至大约6吨/人且呈上升趋势，而澳门的人均二氧化碳则呈倒U型，目前已处于下降阶段，维持在2吨/人左右，所以人口的增加使得整体上香港碳排放远高于澳门。澳门土地面积仅有30.3平方公里，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却极高，主要原因是澳门没有高耗能的重工业，且其制造业对能源需求也较低，而且人口数量较少。而且作为“世界四大赌城”之首，澳门吸引大量游客赌博和观看，形成了以博彩业、旅游业为支柱行业从而替代了高耗能、高排放的第二产业。其中博彩业的收益极高，澳门的GDP主要来源于博彩业，而随着博彩业带动旅游业，访澳游客也为澳门带来巨大收入。因此，在人口、第三产业收益等方面，澳门碳生产率均远远高于香港碳生产率，故二者碳生产率差异较大。

在能源利用方面，香港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港口，其所需的能源基本靠外地进口。石油产品和煤产品直接进口，而电力及煤气则是由进口燃料转化而成。香港也开始减少化石燃料的依赖，并扩大对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资料显示，自2006年初，香港就开始小规模的风力发电，2007年开始，垃圾堆填区的沼气已用作生产煤气的燃料，而电力和天然气主要从大陆输送[27]。在2010年香港本地GDP同比增长6.8%，但其能源消费却出现下降趋势，这主要归功于香港向增加使用非化石、洁净和低碳燃料。香港这种低能耗、高产出的发展，不仅与其发达的低能源需求产业相关，还与其重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关[27]。与香港不同的是，澳门拥有最大优势资源就是作为“赌城之首”，而且拥有世界一流旅游资源，带动了酒店、餐饮、零售、运输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均属于对能源需求低、收益高的行业。虽然这些行业对电力需求较大，但是澳门自身几乎不产电而是靠增加内地输电来解决增长的电力消耗[28]。加上近年来，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理念，澳门也在积极响应政策，不断优化本地能源结构、使用清洁能源，大大降低能源消耗并减少碳排放量。故在能源消耗和能源利用率方面拉大了与香港的差距。

其次，粤地区碳生产率较低、碳生产率差异非常小的原因主要是粤地区9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周期相似，而且在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等方面差异较小。广州和深圳均属于我国东南沿海开放发达的一线城市，二者的服务业产值高于其余7市。服务业方面，广州、深圳服务业产值占9市的60%以上，在制造业方面，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制造业产值占9市的80%左右。由于广州、深圳贸易进出口规模相当大，对能源需求较其余7市低，在2014年，深圳市的进出口总额达4 877.65亿元[29]，而广州的进出口总额为1 306亿元[30]。而其余7市聚集化石、钢铁、电力、水泥等高耗能产业，能源使用方面仍然以煤炭、石油为主，增加了碳排放量。简言之，粤地区9市碳生产率差异较小的原因在于，广深第三产业略超其他7市，从而对能源需求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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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的泰尔指数

3.2.3 碳生产率泰尔指数的贡献率分析

前文简单对粤地区、香港和澳门的碳生产率，粤地区和港澳的整体碳生产率总差异以及两地区各自的碳生产率差异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了解影响总差异的因素，笔者对粤地区、港澳碳生产率的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对碳生产率总差异的贡献率进行分解。对公式（5）加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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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6）中两边同时除以T，得：


[image: image45.wmf]1

1

2

1

=

´

+

´

+

=

+

T

T

GDP

T

T

GDP

T

T

T

T

T

T

g

g

y

y

                                 （8）

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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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粤地区、港澳两地区的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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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粤地区的区内差异和港澳地区的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经计算，结果见表1。

由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2005—2014年粤港澳大湾区区内差异的贡献率远高于区间差异的贡献率，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总差异主要由大湾区区内差异带来的，且历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区内差异的贡献率呈不断增大的趋势，从2005年的85%增加到2014年的92%。在区内差异中，粤地区9市碳生产率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较小，在2014年之前，粤地区9市碳生产率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均低于10%；而港澳地区碳生产率差异贡献率在2005—2014年间均在85%以上，且逐年上升，故港澳地区内部差异则是导致大湾区区内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引起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同时，大湾区区间差异贡献率较小且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15%下降到2014年的8%。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的总差异主要是由大湾区区内差异引起的，而大湾区区内差异又主要是来自港澳地区内部差异。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粤地区9市经济发展快速，其GDP增速全面超越港澳地区的经济增速，粤和港澳两区域相关的经济指标差距在不断减小，但是在碳生产率水平上两地区差距却非常大。

表1 碳生产率总差异的分解

	年份
	大湾区区间贡献率
	大湾区区内贡献率
	粤地区9市贡献率
	港澳贡献率

	2005
	15%
	85%
	6%
	85%

	2006
	15%
	85%
	5%
	85%

	2007
	14%
	86%
	6%
	86%

	2008
	13%
	87%
	6%
	87%

	2009
	12%
	88%
	7%
	88%

	2010
	12%
	88%
	6%
	88%

	2011
	11%
	89%
	7%
	89%

	2012
	11%
	89%
	7%
	89%

	2013
	10%
	90%
	8%
	90%

	2014
	8%
	92%
	11%
	92%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法，结合相关数据，对大湾区整体碳生产率总差异、粤和港澳两地区的碳生产率差异、总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2005—2014年，粤地区的碳生产率远远低于港澳地区的碳生产率。粤地区9市碳生产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9市的碳生产率均低于2万元/吨；港澳地区中澳门的碳生产率非常高，香港的碳生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低于4万元/吨，是澳门的1/3。

（2）2005—2014年，港澳地区碳生产率差异较大，粤地区碳生产率差异较小，且粤港澳大湾区粤地区和港澳地区碳生产率存在较大的差异：粤港澳大湾区区间碳生产率差异较小，区内碳生产率差异较大；大湾区整体碳生产率总差异虽然呈下降趋势，但其数值仍然较大。
（3）对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的总差异进行分解发现，总差异主要来源于粤港澳大湾区区内差异，而大湾区区内差异则主要是由港澳地区内部差异引起。

（4）“一国两制”对粤港澳大湾区碳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是影响粤地区和港澳地区碳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碳排放和能源利用率的地域和体制差异，使粤港澳大湾区的碳生产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4.2 建议

“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下，粤港澳大湾区在碳生产率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平衡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水平和碳排放水平，响应国家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美丽新中国，基于本文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经济发展水平上：港澳地区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对高耗能产业产品需求较低，应注重发展低能耗、高产出产业。而粤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高耗能产业产品需求较高。所以，今后应转变粤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粤地区应该尽快完成其工业化、城市化，转变“能源换GDP”、“碳排放换GDP”的模式，杜绝高耗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2）产业结构方面：港澳地区应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发展更集约、更高效、更先进的第三产业，拓展诸如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家政、电子信息技术行业等其他服务业，向世界发达国家、发达城市看齐；而粤地区应向港澳借鉴经验，调整产业结构，对能耗高需求的第二产业应该对在技术上进行优化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低耗能、高产出的第三产业。  

（3）能源利用方面：港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将节约集约利用能源摆在同等地位，追求城市的低碳发展；而粤地区在目前经济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绿色环保则是该地区低碳发展的当务之急。转变能源利用方式、创新能源体制、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碳排放，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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